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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伙伴合作将区级政府、社区代表和志

愿者纳入理事会，同时吸收商业机构和小业主

代表，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目前已成

为推动英国伦敦城市更新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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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城市更新

项目大都是通过政府引导将各种资金投入到

城市的更新建设中，这改善了破败的城市环

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然

而，在经改造变得繁华的旧城区后面也存在

不少的社会问题。决策者和规划师应重新审

视以前从西方学来的那些仅仅通过鼓励私人

和其它资金改造老城区而没有建立包括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城市复兴经验。在发达国

家，城市更新的机制是随着具体的社会经济

情况的变化而不停地调整的。因而，在借鉴

国外经验时，规划工作者只有关注政策演进

的内在动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伦敦在战后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

但开放的学术批评、讨论促使社会各界努力

寻找对策提升伦敦的竞争力以应对国际化竞

争的挑战。从早期撒切尔时代专注于引进私

人资本、减少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干预，到后

来逐渐引进区级政府、社区代表和志愿者，伙

伴合作的理念发展了二十多年，现在已经形

成了英国城市更新的完整机制。本文通过对

英国伦敦城市更新中的伙伴合作机制的演进

过程进行研究性介绍，试图找到机制存在的

内在原因和推动其逐步演进的各种因素，为

中国的城市更新方式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一

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战后伦敦的城市问题

二战后，战争对城市的摧毁、英属殖民

地的纷纷独立、大量的海外移民涌入伦敦，导

致了中心城市过于拥挤、城市环境恶化和社

会两级分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何应对战

后这些严峻的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问

题，政府的城市政策和规划起着主导作

用。早在1944 年，阿贝科比(Abercrombie)

的“大伦敦规划”确定设立“城市绿带”限

制城市无序蔓延，在伦敦周边地区建设了32

个工作和居住功能相协调的新城，将伦敦城

市中心的人口和工厂疏散到绿带以外的新

城镇。随后的《新城法》(New Town Act，

1946)和其它相关法案从国家政策上明确了

这个发展思路，一直到1968年，“大伦敦发

展规划”(Greater London Development

Plan)还基本顺应这种发展理念[1]。

虽然基于疏解城市功能的城市政策解决

了中心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但是由于就业

岗位随工厂被移到郊区并带走了大量的中产

阶级，留在中心城区的其它传统产业(如港

口及相关产业等)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逐

渐衰退。诸多因素导致在战后轰轰烈烈建设

新城的同时，内城城市问题逐渐恶化，如城

市经济衰退、城市环境破败、严重的社会两

极分化、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贫困人口比

例激增等。

城市更新中“伙伴合作”的缘起

选民的不满、市民的骚乱使得决策者慢

慢地将眼光转移到内城。从20 世纪60 年代

开始，政府开始实施一些专门针对内城问题

的政策，其目的是想改善社会福利和环境卫

生状况，如针对贫困移民的“综合教育”

(Comprehensive Education)和“城市项

目”(Urban Programme)，修缮破旧的社区

住宅的“综合改善地区”(General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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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ment Area) 和“住宅行动地区”

(Housing Action Area)[2]。政府是城市

更新行动的主导者，决定着援助项目的具体

对象、方式和规模。但总的来说，受当时“福

利政府”(Welfare State)观念的影响，这些

政策尽管也解决了一些实际的城市问题，但

由于缺乏私人资本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

范围和规模不大，实施的成效和影响也有限。

随后的政府研究发现，中心城区衰退的

严重后果却没能通过这种小范围的更新项目

而得到改善，城市经济反而快速萧条，环境

也更加衰败[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7年

工党政府在“为了内城的政策”(Policy for

Inner City)白皮书中指出：为了应对城市

经济竞争力和人口劳动力的下降，以及伴随

着的城市环境衰败和其它社会不利条件，城

市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改善内城地区的社会经

济面貌。白皮书要求从机制上建立中央和地

方特殊的“伙伴合作”模式，通过这个联合

的机制，去分析研究内城存在的问题及设立

旧城改造项目并对之进行管理。1978 年的

《内城地区法案》(Inner Urban Area Act)

更进一步建议：城市“伙伴合作”，除了中央

和地方的合作外，也应包含私人资本和志愿

组织，以鼓励产业和商业的发展[2]。这种通

过鼓励地方政府和私人资金积极参与旧城更

新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但两年后工

党大选的失败使得这项政策的实施成为泡

影。

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信息产业、跨

国投资、金融管理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进程导致发达国家城市经济结构发生转换，

传统制造业的地位进一步削弱和服务业逐渐

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都必然使政府开始重

新审视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城市建成环境以应

对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挑战。

美国城市作了最早的尝试，如波士顿和

巴尔的摩在20 世纪70 年代的旧城开发中，

通过政府和开发商结成的类似“增长联盟”的

“公私伙伴合作”在城市经济复兴和环境改善

上取得了成功。一方面，这些荒芜的土地大

多位于城市中心良好的区位，对以利益为导

向的投资者来说蕴藏着极大的投资价值。另

一方面，这些地区也是政府为了应对国际竞

争而复兴城市经济环境的首选地区。共同的

目标和利益自然促成了双方的结合。政府为

了吸引投资，逐渐从以前的直接主导城市更

新的角色中脱离出来，通过政府的税收、借

贷及行政力量降低开发商的成本和风险，并

减少其它更新开发的干扰因素，使旧城更新

项目更有利润也更有吸引力。对投资者来说，

这种超大型的城市更新项目，如果得不到政

府的合作和弹性的规划管理，就意味着很难

控制开发周期，从而增加了开发风险。政府

和开发商对各自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

益进行谈判和交易，通过协议确定各自的权

利和义务，将公共、私人权利纳入同一个机

制——城市开发公司中，建立“公私伙伴合

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城

市更新模式。

城市开发公司中的“公私伙伴合作”

美国城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时

面临类似城市问题的英国城市更新的榜样。

1979 年开始执政的撒切尔政府对城市更新的

政策进行了激进的改革，抛弃了一直主导英

国战后多年的政府福利政策，除了认同1977

年白皮书中复兴内城经济的目标外，对社会

福利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参与没有兴趣，并认

为地区政府在议会民主的制约下行政效率极

其低下，从根本上拒绝了工党倡议的“中央/

地方伙伴合作”的更新模式。撒切尔政府期

望通过立法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利、鼓励自由

市场和竞争、降低社会福利和政府负担、推

动私有化等，并实行了一系列的自由经济政

策。对于城市更新，与工党政府热衷于建设

新城不同，保守党将旧城的经济环境复兴放

在首要地位，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城市更新项

目，形成一种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公

私伙伴合作”机制，具体措施有：各种优惠

的开发政策、经济补贴、税收减免、简化规

划审批等；鼓励和吸引私人投资进行衰败荒

废的内城建设，如企业园区(Enterprise

Zone)、规划简化园区(Planning Simpli-

fied Zone)；荒弃地拨款(Derelict Land

Grant)、城市拨款(City Grant)等[4]。

其中，设立城市开发公司(Urban De-

velopment Corporation)则是最重要的一

项城市更新政策。1980 年的《地方政府、规

划和土地法案》(Local Government，Plan-

ning and Land Act)在立法上确定了城市

开发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效的使用土

地和建筑，鼓励现有的和新的工商业发展，创

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提供住宅和社会设

施以鼓励人们生活、工作在这些地区”[5]。城

市开发公司获得了非常的权利，除了可以强

制征收辖区内所有的土地外，还拥有本来属

于地方政府的规划控制权。这样，原来的规

划审批和公共征询的程序就简化了。具体来

说，城市开发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开发的

前期准备工作，如强制收购(Compulsory

Purchase)、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等，

将土地出售给合适的开发商。在实质上，私

人公司与城市开发公司就形成了一种“公私

伙伴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双方都达

到自己的目的：政府复兴了荒废破旧的城区，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开发商得以在

城市中心开发昂贵的高级商务楼和高档住

宅，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1981 年通过议会立法成立的伦敦港口

区发展公司(London Dockland Develop-

ment Corporation)是英国最早设立的也

是最大的城市开发公司，成为东伦敦港口区

21 497 000 m2的规划发展管理机构。其理事

会成员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并通过国务秘书

直接向英国政府负责，使地方政府和社区居

民完全被排除在机制之外。由发展公司组织

起来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在初期的港口区的

更新中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到1998 年总共有

87 亿英镑的私人资本注入到该地区的更新项

目中。巨大的私人资本完全改变了码头区城

市环境破败的状况，共建设完成了2.3 万个

住宅单元，居民人数也翻了一倍多，达到8.4

万，其中心金丝雀码头更是在东伦敦原来凋

敝的港口区形成了一个可以和“伦敦城”竞

争的新的CBD[6]。

房地产主导的“伙伴合作”的

局限

由政府引导私人资本在旧城进行房地产

开发的政策，尽管在表面上看来解决了城市

的环境和经济更新问题，但因缺乏对内城社

会问题的深入考虑，从一开始，这种“公私

伙伴合作”的机制就遇到很多的批评。20 世

纪80 年代初，肯·利文斯通执政的大伦敦政

府就希望延续1977 年白皮书倡导的基于产

业复苏的经济更新计划，鼓励区级政府和本

地居民的积极参与，在小规模地开发房地产

的同时继续建设社会住宅、完善社会服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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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设立大伦敦企业理事会作为主要的常

务机构等。这些举动自然与撒切尔政府的城

市更新理念不相符，最终导致1986 年大伦敦

市政府被撤销，其权利部分收归中央，部分

下放到区级政府[7]，造成一个没有市级政府

的大伦敦。

这虽然暂时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反对势

力，但并没有解决城市更新中存在的根本性

矛盾。开发的高档商务楼除了创造一些像商

场服务和秘书之类适合本地妇女的工作机会

外，大部分高学历、高技术要求的工作机会

本地居民鲜能得到。新建的高档住宅区又增

加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而新开发引进来的大

量人流、车流却给本地环境和交通带来极大

的压力。这种忽视本地居民的实际需要的开

发引起了本地居民的极大不满，1988年的港

口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61％的人认为伦

敦港口区开发建设根本没有顾及本地居民的

要求[8]。不久，政府研究报告也对这种将地

方政府和本地居民排除在外的更新开发提出

了疑问，审计委员会[9]认为这种“补丁式”的

更新方式没有顾及到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和

内在矛盾，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一份评价20

世纪80 年代城市政策的研究报告则认为：这

种主要是促进城市物质环境改善和经济复苏

的城市政策忽略了旧城内在的社会劣势问

题，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更新政策没有产

生任何实际利益能由上而下惠及到本地居

民，因此开发应该吸收志愿者和本地政府参

与到整个合作中[10]。更为重要的是，在1990

年～1993年的经济萧条期，港口区的很多项

目都面临危机和濒临破产，其中最大的开发

商—金丝雀码头CBD的投资者欧林匹亚和

约克公司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以破产告

终，给撒切尔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政策以巨

大打击。

当然，在经济衰退期，开发项目经济上

的失败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跟英国自身经济和

国际形势相关，然而主要依靠私人开发商而

缺少其它资金补充支持的超大规模开发投

资，本身就隐藏着相当的风险。另外，城市

开发公司组织结构的方式和成立的目的也决

定了其功能主要是为招商引资，而私人开发

商也很难放弃可能的利润转而关心城市社会

问题，两者形成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缺乏清

晰的目标和合理的机制，无法实施有效的社

会政策，不能解决城市社会的根本矛盾。结

果，在这种排他性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下的

城市更新失去了最基层的支持。

伙伴合作机制的完善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英国政府

对城市更新的政策进行了大幅的调整，伦敦

港口区开发公司对当地政府和公众的规划征

询也更开放，并将社会服务目标也纳入工作

内容。公共账目委员会在1988 年提到：从

成立开始，伦敦港口区开发公司总共只用了

1　400 万英镑在社会服务项目中，但在19 世

纪80 年代后期，开发公司意识到严重的社会

问题对城市更新的影响之后，才计划于1987

年～1992年投资1 亿英镑用于支持发展社会

和社区设施，以实现物质形态更新和其它社

会需要的平衡。这些社会服务项目包括对本

地居民进行岗位培训和教育使之能满足就业

需要、改善现有居住条件很差的社会住宅、修

建部分社会住宅和工薪房等。但是这些改良

措施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开发公司和

私人开发商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实质，公

众和地方政府依然被排除在主要决策之外。

各方的批评和面临的实际困难不得不使英国

政府重新修订其既定的城市更新政策，明显

的标志就是撒切尔政府在1989 年后就停止

再增加新的城市开发公司①，在面临重重困难

后，这种公私伙伴合作的机制在城市更新中

失去了政府原有的支持。

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政府从直接设

立城市开发公司参与城市更新的政策中逐渐

脱离出来，转而采取提供资金进行控制的城

市更新策略。1992 年的“城市挑战”(City

Challenge)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政策转

换的标志。这是一项政府设立的专门资金，以

扶持城市衰败地区的城市更新活动，获得资

金的方式是公开投标，但对投标的方式有要

求，除了鼓励私人资金参与外，还强调本地

政府应该是更新行动的主体并保持与社区居

民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明确要求建立一

个正式的机制——伙伴合作，以推动和管理

城市更新开发。1993 年的“单项更新预算”

(Single Regeneration Budget)，在

延续城市挑战内涵的基础上整合和协调各

部门的诸多更新项目，其目的还是希望通过

提供弹性的政府资金的方式来推动城市经

济、社会、环境的全面更新[11]。这两项政策

从制度上将“公私伙伴合作”明确规定为城

市更新中的一种社会机制。地方为了获得政

府的更新资金，必须具备整合的发展战略和

有多方参与的伙伴合作机制才能公开竞争获

得资金。在提交的纲要中须明确合作伙伴的

成员，其它资金的来源和关系，以及预期的

成果，包括将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培训多少

人员、改善多大面积的城区物质环境等。

虽然中央政府没有直接参与城市更新的

具体操作过程，但通过设立的资金和对投标

规定的要求，明显激励了地方政府去领导、建

立伙伴合作机制，吸引了私人资金注入到急

需资金的城市更新中，使其参与到广泛的更

新活动中，包括增加住宅，提供教育、培训、

就业机会，改善环境，提高社会治安，改善

社会福利等。此外，新的伙伴合作机制组织

的更新活动也惠及许多小型企业，通过资助

设立小型咨询公司、电脑高科技、餐饮娱乐、

社会医疗服务和城市型工厂等，促进了小型

企业在城市中心的安定，从而增加城市中心

的就业岗位。尽管伙伴合作机制根据各地不

同情况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和参与者，但政府

的资金和动机得到了地方热烈的响应[12]。以

伦敦为例，在20 世纪90 年代总共设立了13

个伙伴合作的组织，以主导大伦敦范围内的

城市更新项目，每个伙伴合作的具体设置方

式、规模和最后的结果也有很大的不同。如

伦敦最大的“泰晤士门户伙伴合作”(Thames

Gateway Partnership London)是一个包

括12 个位于东伦敦的区级政府、埃塞克斯和

肯特郡的部分地区政府及其它组织参加的庞

大机制。

这里以伦敦“国王十字伙伴合作”(King’s

Cross Partnership)更新项目为例，分析实践

中的伙伴合作机制组织过程。国王十字地区

是伦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有国王十字

火车站、圣- 潘卡斯火车站数条地铁、轻轨

站点在这里汇集。另外，圣- 潘卡斯火车站

在1994 年被确定为连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

高速火车的终点站。极其便利的交通和在城

市中心良好的位置意味着很高的土地开发

价值和社会关注程度。1987 年，当时土地

所有者—不列颠铁路公司和国家物流联盟

便联合起来开始筹措开发这一旧城区，整个

方案从1988 年第一次公共征询到1992 年

修改了5 次方案，进行了3 次公共征询，一

直到最后开发公司在经济衰退中破产都得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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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规划许可。在1994 年英国政府确定了高速

火车的具体路线和圣潘卡斯为终点站后，

1995 年肯敦区和依斯林顿区政府开始组织投

标单项更新预算，并得到3　750 万英镑用于

伙伴合作的城市更新活动[13]。伙伴合作理事

会(2000 年)由19 个成员组成(图1)。

理事会在肯敦区和依斯林顿区议会官

员的领导下于1995 年向“中央政府伦敦办

公室”(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f i c e  F o r

London)第二次成功申请到单项更新预算。

依照政府制定的规则，所有申请公开竞争，

资金只能用于各项城市更新项目，并要接

受中央政府办公室的监督，这项权利2000

年后已移交给大伦敦市政府的发展机构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截至

2003 年，除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外，理

事会共吸引了来自私人和其它公共及志愿

组织的共2.5 亿英镑资金，投入到国王十

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更新项目中。尽

管该地区的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还正在

进行，“欧洲之星”终点站也还没有结束改

造和建设，核心项目国王十字中心(King’s

Cross Central)还刚刚开始(预计2015

年完成)，地区更新开发的最终目标成功与

否暂时不能确定，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

的：伙伴合作计划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参

与和支持城市更新计划的热情，与撒切尔

政府时期社区居民和地区政府强烈反对的

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英国的政治体

制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时伙伴合作理

事会也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其它资金投入到

该地区，将这种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建

立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全面更新的理念基础

上，以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整体效益。

结语

从20 世纪80 年代前的英国政府直接主

导的城市更新改造，到撒切尔政府通过设立

准政府型的城市开发公司，再到广泛联盟的

伙伴合作机制，英国伦敦城市更新的演进机

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伙伴合作机制从根本上

保证了城市社会问题与物质环境和经济更新

的统一，促进了各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使

有限的公共资金得以有效地利用。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伙伴合作机

制已经完美无缺，事实上反对和批评的声音

也很激烈，但相比撒切尔时代的更新方式，这

些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具体操作方式上的公平

和效率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或许这些批评正

是这种演进机制发展的内在动力。

[注  释]
①原有的10个城市开发公司继续运作，梅杰政府在1992年～

1993年又增加了两个规模非常小的公司。但是，所有的12个

城市开发公司在1998年全部结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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